
021

收稿日期：2018-03-20
基金项目： 中国科协“国外科学传播理论与经典案例动态研究”项目（TDSSQMKXSZXD2018-11）。
* 通信作者：E-mail：liubing@tsinghua.edu.cn。

[ 摘   要 ] 2017 年末，“马兜铃酸事件”再次引发有关中药“毒”性的广泛争论，最近随着《舌尖上的中国 3》节

目的热播，关于中药食补的安全问题再掀舆论热潮。实际上，在当下的各种网络媒体、微信等传播的信息中，

在涉及食品、药品安全的表述上，关于“毒”的问题存在诸多误区。从科学传播的角度来看，对“毒”的理解

和纠正，也应有超越西方科学一元论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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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研究背景
近些年来，随着三聚氰胺事件、苏丹红

事件及各种药品不良反应报道等涉及健康的

问题频发，人们对食品、药品不安全感的增

加，加之网络媒体广泛的传播和微信朋友圈

的兴起，对于中药“毒”性的问题与争论也

成为公众关注的热点。在百度上，以“中药” 

和“毒”作为关键词来检索，得相关结果达

35 300 000 多个。涉及的话题从传统中药“鱼

腥草”到家喻户晓的“龙胆泻肝丸”“六味地

黄丸”，再到国家绝密配方“云南白药”等

等。可见，围绕中药疗效和毒副作用的争论

存在已久，持续引发舆论对中药安全性的担

忧与讨论。其中近期的“马兜铃酸事件”就

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

马兜铃酸曾几次引起争议。20 世纪 90 年

代，比利时女性服用含有马兜铃酸的减肥药导

致肾衰，引发“中草药肾病”事件。2003 年，

有关龙胆泻肝丸配方中的关木通所含的马兜

铃酸成分导致肾病的报道不断涌现，当年关

木通被中国国家药监局取消了药用标准 [1]。前

不久“马兜铃酸致肝癌”的说法再次传得沸

沸 扬 扬， 源 于 2017 年 10 月 18 日《 科 学 -

转化医学》杂志发布的题为《台湾及更广亚

洲地区的肝癌与马兜铃酸及其衍生物广泛相

关》[2] 的论文，杂志编辑以“一种草药的黑

暗面”为题推荐了这篇论文，文章认为马兜

铃酸与肝癌之间存在“决定性关联”。尽管随

后召开的中医专家研讨会一致认为，“该文章

提示了马兜铃酸可致肝癌发生的强烈风险信

号，但两者之间的相关性尚缺乏有力的直接

证据。”[3]，但此论文一出，一些媒体和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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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推波助澜，再次引发了公众对中药安全

性的质疑，掀起了中药药效和毒副作用的广

泛争议。

最近，随着《舌尖上的中国 3》节目的热

播，中药“鱼腥草”上了微博热搜，以及《做

饭乱加这些东西会中毒，每年都有人出事》的

10 万 + 的公众号科普文章等延续了中药的毒

性争论热潮。从这些面向公众媒体的争论中，

普遍存在的一种观点是，认为中医缺乏现代

西方医学那种客观的、实验验证的科学依据，

中药的临床效应和副作用都很不明确。而

“近代随着西药毒理学研究的深入，学术界一

度把药物的毒性认为是‘药物对机体的伤害

性能，是引起的病理现象，一般与治疗作用

无关’。由此导致的结果是人们对有毒中药退

避三舍，甚至夸大中药毒性的现象”[4]79。于

是有舆论呼吁禁止有毒中药的使用，甚至有

上升到“废医存药”的极端说法。

以上案例反映出人们对食品药品安全的

持续关注和普遍焦虑，以及因此引发的传统

医学与现代西方医学之争，但这些争论又聚

焦到一个核心的概念上，也就是“毒”。如果

我们深入研究现代西方医学和其他替代医学

对“毒”的认识，比如中医中“毒”的概念，

就会发现实际上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毒”的

概念，在不同医学体系中，对于“毒”的理

解并不一致，进而使用毒、利用毒、解决毒

的理念和方式也存在很大差异 [5]。进一步分

析公众对“毒”的认识和理解，就涉及了科

学传播领域的相关研究。以科学传播的研究

视角来看上述现象，涉及“毒”的问题的传

播具有其独特性，有别于其他单一的、明确

的、没有争议的科学知识的传播。这些争议

也反映出公众对“毒”普遍存在着误读和误

解，这些关于“毒”的信息传播其实是存在

着很多问题的，然而相关问题并没有得到学

者们的重视。在中国知网以“中药”和“毒”

为主题进行检索，得到 3 050 篇文章，几乎都

是医药学相关领域的专业研究，科学传播领

域对这一现象和问题的关注极少。

以 科 学 传 播 的 视 角 来 看， 在 当 下 有 关

“毒”的传播背后，其实涉及关于科学（医

学）哲学的许多问题。包括：什么是“毒”？

从媒体的报道及网上、生活中人们讨论的

内容来看，人们好像默认有这样一个共同

的“毒”概念。实际上，却并不是所有人都

对这一概念有详尽的、充分的和深入的思

考。比如，不同医学理论和实践中如何看待

“毒”？像中医、蒙医、藏医、维吾尔族医、

壮医，他们对毒是怎样认识的？如果说这些

非西方医学的其他替代医学已经被国家卫生

安全标准认可，那么非西方当代医学的其他

医学中对“毒”的认知有无合理性？进一步

还可以推导出，是否只有一种统一标准来界

定“毒”？人们对于不同学科体系医学知识

的理解和态度，更深层面涉及对“身体”和

“医与药”的解读的立场问题，即对医学持有

的是一元论还是多元论的哲学观等许多问题。

如果这些基本问题得不到有效地分析和解决，

关于“毒”就有可能在混乱中一直争论下去。

2关于“毒”的概念与认识
2.1 什么是“毒”

“毒”是一个复杂概念。在人类的历史长

河中，生命与毒物始终相伴相随。据史料记

载，人类最初是在采集寻找食物的过程中偶

然发现的“毒”，在远古时代，辨识和避免

食用毒物是人类能够生存和繁衍下来的一个

重要条件。“毒”的发现很快衍生出多种社会

取向和文化取向 [6]397。当有识之士开始收集、

整理使用某些植物的经验教训时，一些有毒

的植物开始成为药物，动物药、矿物药等也

有类似的形成与发现过程。《淮南子·修务

训》记载神农“尝百草之滋味……令民知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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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就……一日而遇七十毒”。《帝王世纪》也

有类似记载：炎帝神农氏“尝味草木，宣药

疗疾，救夭伤人命，百姓日用而不知，著本

草四卷”。这些都生动而形象地记载了从中毒

现象中发现“毒”进而萌生药物知识的实践

过程 [6]397-398。其他国家如印度、希腊和埃及也

都相应的有使用毒物的古老文化。因此，“毒”

与药的起源，是人类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与

医疗实践的总结 [6]399。正如有学者所总结的：

“毒作为一种典型的代表，象征着地球上生物

所具有的令人匪夷所思的复杂适应能力，在

所有时期出现的各种各样的，都是一种值得

崇拜，甚至令人敬畏的力量。”[7]148

2.2 中医和中药认识中的“毒”

中国的中医药学具有丰厚的人文底蕴，

对“毒”的认识，历经各代医家的经验和学

理发展，形成了内涵及外延复杂多变的概念

“毒”[8]，《说文解字》释义：“毒，厚也，害人

之草。”即“毒”的本义指毒草。《五十二病

方》作为最早医学方书，记载了毒药的采集

和炮制及用于治疗毒箭的中药，朦胧提出了

病因之“毒”。从《内经》中《素问》开始，

“毒”的概念出现很大发展，从单纯的有毒的

草药，引申到病因、病机、治法、药物性能

等多个方面 [9]。先秦各家从不同角度总结归

纳了“毒”的含义，毒还分阴阳、缓解、内

外等。随着中医的发展，中医对毒的认识不

断丰富，包含复杂而广泛的含义，总结来看

主要有以下几类：一指，病因之毒。泛指一

切致病因素，即有毒的致病物质，特指“疫

毒”。二指病症之毒。主要涉及传染性或感

染性疾病，包括许多直接以“毒”命名的病

症，如湿毒、温毒、丹毒等。三是病理产物。

也称内生之毒，即“由于机体阴阳失和，气

血运行不畅及脏腑功能失调导致机体生理代

谢产物不能及时排除或病理产物蕴积体内而

化生” [10]，如六淫化毒，即风、寒、暑、湿、

燥、火六淫邪盛，危害身体。四是药物之毒，

这也是讨论的重点。“毒”是中药性效理论

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大致说来，中药中的 

“毒”的内涵，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其 一，“ 毒 药 ” 是 中 药 的 统 称。 如《 周

礼·天官》说“医师掌医之政令，聚毒药以共

医事”，《素问·移精变气论》说“毒药治其内，

针石治其外”，即药毒不分，药即是“毒”。正

如张景岳在《类经》也提出的“凡可避邪安正

者皆可称为毒药。”认为“中药之所以能够治

疗疾病，正是因为其不具备日常事务所拥有的

相对平和、稳定的性质”[11]。因而，中医学古

典中“毒”的含义就是药物的泛称。 

其二，“毒性”是指药物的特殊偏性。张

景岳《类经·五脏病气法时》云：“药以治病，

因毒未能，所谓毒者，以气味之有偏也。”传

统医学认为，人之患病，病在阴阳之偏胜或

偏衰；要治其病，则须借助药物之偏以纠其

阴阳之偏，使之归于平和。即药物“以毒攻

毒”的能力。

其三，药物的毒性或副作用。即多服或

久服等不当可能对身体造成的不良反应。依

据中药偏性和不良反应等性质，历代本草著

作学者以“大毒”“常毒”“小毒”等标注进

行毒性分级，并记述对乌头、半夏等有毒药

物中毒反应及处理方法。 同时，“经过不断探

索实践，古代医家积累了丰富的预防毒性中

药中毒的经验，认为只要用药对症，剂量合

理，炮制和配伍正确，毒药可为良药；若用

之不当，即使一般药物也可害人”[12]。

2.3 西医与药物毒理学中的“毒”

在西方医学的发展史上，“古希腊时期，

中毒现象已经是相当普遍的现象，因此，治

疗中毒和解毒剂的使用就变得十分重要。第

一个对中毒者采取合理治疗的人是希波克拉

底（Hippocrates），大约在公元前 400 年，他

已经了解到，在治疗或减轻中毒症状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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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是要减少胃肠道（gut）对有毒物质

的摄取”[6]410。文艺复兴时期的医生帕拉塞萨

斯（Paracelsus，1493 — 1541 年 ） 认 识 到 了

对“毒”的概念不能做绝对理解，剂量对毒

性起决定作用，毒物与药物的区别仅在于剂

量 [13]1-2。帕拉塞萨斯的论断和人们对毒物的

全新认识开创了建立在西方科学基础上的毒

理学时代。

现代毒理学认为，毒性（toxicity）是指

某种化学物引起的机体损害的能力，用来表

示有毒（toxic）之物的剂量与反应之间的关

系。化学物毒性的大小是与集体吸收该化学

物的剂量，进入靶器官的剂量和引起集体损

害的程度有关 [14]2。也就是没有绝对的界限来

区分毒物与非毒物，只要剂量足够大，任何

外源化学物均可成为毒物。例如食盐，一次

服用 15g 以上将损害健康，一次服用 200g 以

上，可因其吸水作用和离子平衡严重障碍而

引起死亡。甚至，一次饮用过多的水，也会

导致体内缺钠，造成水中毒 [6]3。

反映在药物上则更加典型，西医药物毒

理学是一门研究药物对生物体产生毒性作用

的科学，“任何药物在剂量足够大或疗程足够

长时，都不可避免地具有毒性作用”[15]6，狭

义的中药毒性与之相近，但仍与此毒性概念

有所区别 [16]。中药的副作用与这一意义上毒

性有不同之处，就在于中医讲求辨证用药，

以偏纠偏。在临床应用中，如果中药炮制适

宜、配伍和剂量得当，“毒性” 可用来治病祛

邪，转变为药性，达到“药弗瞑眩 , 厥疾弗

瘳”①的用药境界 [17]。反过来，错误的炮制、

配伍及剂量会导致辨证失当，普通的药物也

会因偏性太胜而变成损害健康的毒物。中医

这种辩证思维下的宽泛的毒性理论更符合临

床用药的实际情况 [16]。

3不同医学理论下“毒”的认识的多元性
3.1 不同医学理论下“毒”的概念之差异

通过前述分析，我们发现，首先，中西医

体系在对“毒”的认识上，有一明显的相似

之处，即“毒”的相对性问题。虽然对“毒”

的界定和对待方式上，中西医存在较大差异，

但一致认同“毒”是一个相对概念。是否有

毒、毒性作用的大小，取决于毒物自身的性

能、摄入的剂量、时间，及个体的生理和病

理状态等。若“毒”的用法得当，可以用来

治疗和预防疾病，使用不当非毒也会致病。

两者虽然有这种基本认知上的相通性，但具

体到操作层面上依然有着明显的差异。主要

体现在：

一是在界定“毒”的方面，西方现代医

学中对“毒”的研究主要是实证研究，西医

的毒基本上属于可以通过实验手段检测的，

能够分析其化学成分和含量的物质。而中医

中的“毒”的概念，内涵和外延则宽泛得多，

在类别与认知上也不与西医对等。其中除了

和西医类似狭义的药物之毒，还有致病之毒、

病因之毒和病理之毒等不同类型。

二是在利用“毒”的方面，西医更倾向于

对“毒”敬而远之，尤其在西药上，对于被界

定为毒性的物质及元素，尽量避开使用 [5]，但

在用药实践中，却又无法避开毒的问题。中

医则以相对包容的态度看待和使用毒，很多

被认为有毒的药材被广泛应用，而不会完全

抛弃。中国古代就有善于使用毒药物的医家，

如扁鹊用“毒酒”麻醉患者后进行手术，张

仲景则善于使用剧毒中药，他在《伤寒杂病

论》中，有超过三分之一的方剂（119 首）以

有毒中药为主或含有毒中药，如附子汤、乌

头汤、麻黄汤等 [6]546。也就是说，西医总的来

说也承认“毒”的相对性，但在医学实践中

①来源于《尚书·说命篇上》“若药不瞑眩，厥疾弗瘳”，意思是说一个病重的人，如果在服用完中药之后，没有出现
不舒服的现象，那就不能彻底治愈这个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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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向于将“毒”与“害”划等号，试图尽力

避免或不直接使用。中医中“毒”的概念的

狭义理解部分，虽然与西医有相近之处，但

并不将有“毒”与有害划等号，即便被划定

为有害，中医也有恰当的手段来祛除、调整

或降低毒副作用。

三是在解决“毒”的方面，基于以上对

毒的认识和态度，中医注重对毒进行辨证使

用，通过炮制、配伍等方法限制毒副作用。

就拿含有“马兜铃酸”的关木通来说，现有

研究表明，醋炙、碱制及盐炙 3 种炮制品中马

兜铃酸 A 的含量较生品均有所降低，其中碱

制后的降低率最高 [18]。此外，也有大量研究

表明 [19] 龙胆泻肝丸、导赤散配伍复方相对单

味药有减轻关木通肾毒性的作用。而西医则

强调对“毒”进行控制，避开直接使用或对

剂量进行限定，即便被迫使用，也以标注副

作用的形式详细列出其可能造成的各种影响。

因而在西医的观念下，主张废止含“马兜铃

酸”等有争议的中药，也就不难理解。

3.2 中医等非西方当代医学对“毒”的认知的合

理性

人类学领域的研究发现并指出，“我们根

深蒂固地认为我们自己的知识体系反映了自

然秩序，认为它是个经由实验积累得以不断

进步的体系，认为我们自己的生物学范畴是

自然的、描述性的，而非根本上是文化的和

‘类别的’”[20]，所以，我们习惯于以自己的知

识体系为中心，评判甚至否定其他的知识体

系，中西医之间的长期争论亦是如此。事实

上，中医对中药“毒”与“效”的认识源远

流长，内涵非常丰富，是中华民族在长期与

疾病作斗争的临床实践中，形成的控毒增效

方法，具有辨证的特色和优势 [21]。其他如蒙

医、壮医、维吾尔族医等都是国家认可的民

族医学，医学理论与实践也类似的都有其各

自的文化背景和地方性特点，即都具有自身

理论体系的自洽性和合理性。

对于地方性的民族医学采取一种宽泛视

角下的认知和接受态度，也是国际上科学史

和科学哲学研究领域的主流观点。在中国医

学史研究上具有权威地位的日裔哈佛大学教

授粟山茂久的著作《身体的语言：古希腊医

学与中医的比较研究》[22]，就是对不同医学

知识体系的比较研究。他选择了触摸的方式、

观察的方式和存在的状态这三个颇有趣味的

视角。例如，第一章讲脉搏，中医有切（把）

脉的传统，古希腊医学也关注脉搏，但关注

点在脉搏跳动的速率、强度。同样对象都是

脉搏，中医因为背后的理论承载不同，以及

经验的实践方式的不同，关注的要点与古希

腊医学有极大差别。同样从诊脉的三个手指，

与希腊医学仅仅是反映心脏跳动的频率、速

度情况很不一样，中医可以读出更多的信息。

这些信息里除了可编码的，还有很多不可编

码的，比如形容脉搏，脉的滑与涩，中医从

这些信息里头连带地解读人们的身体状况。

以及中医中“虚”的概念，“虚”要进补的处

理方式，西方则另有一套疗法，比如“放血

疗法”，放血是意味着“盈”，是多。一个是

担心少，一个是担心多，这样就变成了完全

不同的诊疗方式。这些都与人们当地的传统

文化相关联，此书用非常精彩的案例，展示

了不同文化以及不同文化下的医学对身体的

认识是多元的，有各自的道理。

类似地，“毒”这一复杂概念，除了在医

学体系是一种理论依赖概念之外，同时也是

一种文化依赖的概念。恰恰是由于“毒”的

概念之理论依赖和文化依赖，“人们对‘毒’

这样一个在不同的话语体系中（包括在医学、

药学的表述中和日常语言中）表面上似乎有

某种相近的指称对象的概念的认识，从来也

都是多样的，彼此不同的”[5]。反过来也说明

了不同医学背景下的“毒”都有其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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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争议与分岐背后的哲学立场
我们已经看到，在对“毒”的认识上，

不同的医学体系，对毒的理解是不一样的，

进而使用毒、利用毒、解决毒的方式也不一

样。进一步分析，就涉及前面提到的一个核

心问题：是否有一种不依赖于具体的理论体

系，而抽象出来的唯一的“毒”的概念？依

据我们的前述分析，其实这个问题的答案是

否定的。换句话说，不同医学背景下，对这

一问题的回答，认识和实践都是不一样的。

不同文化传播背景下，不同医学理论的背景

下，“毒”概念的内涵和所指都不一样。在有

关中药毒性的争议中，之所以存在着不同的

传播视角和不同的说法，从根本上看，实际

上背后是有一个哲学立场的问题。如果从多

元论的医学立场出发，“毒”的概念与“药”

和“症”一样，有理论依赖和文化依赖的多

元属性，只因其不同概念之间存在的交迭内

容，在被广泛传播和解读的过程中，造成了

似乎存在一种抽象的、普遍的，也就是一元

论的“毒”的假象 [5]。实际上，并不存在超越

不同文化、不同医学理论体系的唯一标准的

“毒”的概念和理解。也就不能简单地以西医

理论中的概念理解、评价和处理中医等其他

医学体系中的问题。自然，更不能因为从西

医理论出发认为某中药含有毒成分，就该禁

止中药，甚至连带地将其理论体系一同废除。

在现实社会中，之所以有些人对中药药

方抱有怀疑态度，除了对中医的炮制、配伍

减毒等知识的陌生外，其实也有一些其他社

会因素影响。一是，有关多元科学（医学）

立场的缺省教育环境。自西学东渐后，西医

进入中国，从最初中强西弱，到两者均衡，

到现在，西医逐渐成为主流医学 [23]3，对西方

医学的普遍信赖和推崇，在正规的学校教育

及大众媒介传播中都有所体现。二是，对中

药的滥用和误用现象造成的不良影响。常见

的如自行组方、迷信偏方，以及前面提到的将

中药作为日常食材等，原本不符合中医理论和

用药原则而引发不良后果或毒性反应，却被强

加在中医理论及药物身上，将其当作这些中医

中药处理毒性方面固有问题的证据来看待。三

是，用西医的理论和标准衡量中医药。西药的

副作用其实也属于“毒”，但西医毒理学对毒

性发生和作用的机理的研究（如依据双盲实验

等）非常详细，论证逻辑清晰，而中药的辨证

配伍及复杂的多靶点药物模式，则尽管有其临

床疗效，却难以用现代科学（医学）的理论进

行验证和解释。因此，如果持有西方科学（医

学）一元论的立场，认为“真理”只有一个，

而西方科学（医学）中关于毒的认识就是这种

“真理”，其他与此不同的看法都是谬误，便会

认为无法用西医理论和标准来解释的中医体系

是有问题的，甚至错误的。

从科学哲学的范式理论来看，中医与西医

属于不同范式下的不同理论体系，具有一定的

不可通约性。中药的形成与发展，是长期实践

经验积累的产物，与中华民族的传统社会文化

紧密相关，是与中医理论体系不可分割的。中

药如果脱离了中医理论的指导，就成为毫无药

用价值的“草根树皮”，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

中药。当下许多对于中药毒性的指责及“废医

存药”的极端说法，归根结底是错误地采用了

西方医学的范式和理论来理解和评价中医范式

内的问题。而在这种一元论的立场下，“中医等

传统医学永远不可能被恰当地对待，也不可能

得到理想的发展。因而，迫切需要改变的，实

际上首先是一个立场的问题。”[5]

5科学传播视角下争议的可能解决思路
综合以上对“毒”为切入点的分析来看，

从科学传播视角来关注、分析这一现象具有

重要的现实意义。首先，这些争论揭示了媒

体和公众对于“毒”的认识普遍存在的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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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一元论的立场，即认为只有西医这种符

合现代科学理论和检验标准的医学才是唯一

正确的立场，并因此否定和排斥无法用西医

理论来解释和检验的其他医学体系，这种看

法和态度是有问题的，甚至是错误的。这其

实与我们当下社会中关于科学的、医学的缺

省教育环境有很大关系。

其次，对这些争论的分析提示我们，不

能够只是单一学科（西方医学）的系统内强

调关于“毒”的知识，应该采取多元论的医学

观，平等地看待不同医学中“毒”的概念与实

践。按照科学传播研究发展趋势来看，要促进

公众理解科学，理解的不仅仅是科学知识，甚

至首要的不是知识，而是传播一种宽泛意义上

的多元的科学观，促进人们对科学这种人类文

化的、社会的活动的整体理解，理解科学（医

学）也有其文化属性和社会属性。

最后，对于科学传播的研究者和实践者

来说，除了对相关各种知识有比较全面的了

解，而不是轻易地无视自己并不熟悉的知识

系统之外，还“应该可以在哲学立场的观念

上有一个调整，尤其是需要改变那种科学主

义的、一元论的医学观、药物观、毒性观”[5]。

如果能充分认识到，科学传播只以西方科学

一元论的立场进行是存在问题的，科学传播

不只需要知识的传播，同时需要传播相关的

哲学观点，关注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

强调“地方性知识”等概念在科学传播中的

重要性，并注意科学传播在不同文化语境下

的差异。那么，就这样的争议的解决，科学

传播者的这种思路和立场的改变，将会成为

一种可能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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